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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作为水资源得以持续的基础和保障，正持续遭受着人类活动的干扰和影响，土地利用变化作为主

要的方式之一，对水源涵养的影响广泛而且深远。 运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模拟了闽三角城市群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３０ 年的水源涵养情景，
发现到 ２０３０ 年闽三角城市群区域内水源涵养量总体会下降 ０．２４×１０８ ｍ３；对比发现：土地利用变化对水源涵养的影响主要主要

表现在变化面积、变化方向、作用强度以及面积补偿作用四个方面。 首先面积变化方面，水源涵养量同用地类型的面积大小正

相关，但二者的变化量并不正相关；其次变化方向方面，相比变化为城市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而言，变化为自然生态系统和

农业生态系统的土地利用变化更有利于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再次，土地利用变化对水源涵养产生作用的强度由强及弱以此为林

地、其他土地、草地、农田、建设用地、水域及滩涂；最后，面积变化后的补偿作用方面，由于不同用地类型水源涵养能力和面积变

化量的差异，由农田、林地、草地及其他土地面积下降导致的水源涵养量损失并不能通过建设用地、水域及滩涂用地类型面积的

增加得以完全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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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需供需矛盾不断加剧以及水环境的急剧恶化，使得水资源问题已成为人类所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

题［１⁃２］。 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指生态系统拦蓄降水、调节径流、影响降水、净化水质等方面的能力［３⁃５］，它作

为水资源得以保障和持续的基础［６］，对自然、社会、经济系统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 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

的发展，持续且大范围的人类活动正严重的影响着水源涵养等生态系统服务［７⁃８］。
土地利用作为人类改造自然最主要且持久的方式之一［７］，剧烈且持续的影响着生态系统水文过程［９⁃１０］。

蒸发、入渗、产流等水文过程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使得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随之变化［１０⁃１１］，进而不同程

度的影响着水资源的质与量。 总体来讲我国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东高西低，自东向西呈逐步递减分布规

律［５，１２］，近年来受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局部区域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已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态势［１３］。 从影

响因素来讲，水源涵养与降水［１４］、温度、坡度、ＣＯＤ 密度等自然因子呈正相关关系，同 ＧＤＰ 密度、人口密度等

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１２］，结合我国人口及经济分布的空间格局来看，我国越是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区域，生
态系统水源涵养受影响越是严重。 譬如：受林地面积持续增加影响，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逐步增

强［１５］；而京津冀城市群的扩张正在造成生态系统服务不同程度的下降、生态风险加剧以及区域生态安全威胁

等问题［１６⁃１７］；同样在淮北市［１８］和深圳市［１９］土地利用的变化，特别是城市化导致的大量用地向建设用地变化

正严重的影响着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 以土地利用变化为代表的人类活动正在成为影响生态系统水源涵

养服务的关键因子。
闽三角城市群作为国家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海西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路一带”战略的重要节点，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持续的土地利用变化必然加剧水资源问题日益凸出同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持续遭受破

坏之间的矛盾，所以客观认识土地利用的发展变化过程对生态系统水源涵养的影响，了解水源涵养现状及未

来变化、发展趋势，对研究区未来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系统水源涵养保护乃至区域可持续发展均有重大且深远

的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预处理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闽三角城市群位于 １１６°５３′—１１９°０１′Ｅ，２３°３３′—２５°５６′Ｎ，地处我国福建省东南部沿海区域（图 １），主要

包括厦门、泉州、漳州三市，共下辖 １２ 个行政区、４ 个县级市和 １３ 个县区，总面积 ２５３８１ ｋｍ２。 区域地势总体

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高度 ９００ ｍ，区域内山地丘陵广泛分布，主要有玳瑁山、戴云山、博平岭等山脉，其间

水系发育发达，有洛阳江、晋江、西溪、九龙江等水系，山脉水系交错分布，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土地

资源总量先天不足。 气候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２０．８—２３．６ ℃，平均降雨量 １４００—
２０００ ｍｍ，但区域内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且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２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特区建

设、一路一带战略的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闽三角城市群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要构成部分和 ２１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凸显，区域内城乡开发建设得以大力

５８４　 ２ 期 　 　 　 王保盛　 等：２０３０ 年闽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的影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的持续推进，土地资源需求量空前激增导致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持续剧变，地表覆被、土壤性质、结构随之变

化，进而影响着生态系统服务的协同响应，有研究已表明目前该区域水源涵养的重要性已相对较低［２１⁃２２］。

图 １　 闽三角城市群地理区位及 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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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研究要求用到的数据主要包括：区域高程数据，该数据来自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ｅｂｍａｐ．ｃｎ）。 降水数据为区域内多年 （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年） 平均降水量空间分布数据，该数据来自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ａｔａ（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ｏｒｇ）。 土壤绝对深度（即地表到岩层的深度）、２００ ｃｍ 深度植

物枯萎点的有效土壤含水量 （体积分数） 数据，该两项数据来自世界土壤信息中心 （ ＩＳＲ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ｉ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ｉｓｒｉｃ．ｏｒｇ ／ ｇｅｏ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ｓｒｖ ／ ｅｎｇ ／ ｃａｔａｌｏｇ．ｓｅａｒｃｈ＃ ／ ｈｏｍｅ）。 研究区 ２０１５ 年天文辐射量［２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气温数据［２４］，该数据来自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ｄｏｉ．ａｃ．ｃｎ ／ ＷｅｂＣ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闽三角区域农田、林地主要植被类型分布数据，该数据主要来自《厦门市统计年鉴》、《泉州市

统计年鉴》以及中国林业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ｇｏｖ．ｃｎ ／ ｌｙｓｊｋ ／ ｉｎｄｅｘＪｕｍｐ．ｄｏ？ ｕｒｌ ＝ ｖｉｅｗ ／ ｍｏｕｄｌｅ ／ ｉｎｄｅｘ）和
《福建省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及森林资源状况调查报告》资料。 植被蒸发、蒸腾量数据，该数据主要来自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灌排第 ５６ 号文件：关于植被需水量、蒸发蒸腾量的计算指南（Ｃｒｏｐ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ｃｒｏｐ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ＡＯ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ｐａｐｅｒ ５６，以下简称 ＦＡＯ ５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 ／ ｄｏｃｒｅｐ ／ Ｘ０４９０Ｅ ／ ｘ０４９０ｅ００．ｈｔｍ）。 福建省厦门市、泉州市、漳州市 １９５４—２００８ 年日降水数据，该数

据来自国家气象信息中心（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 ）。 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数据由遥感影像解译获得，２０３０ 年土地利

用模拟数据来先前研究“基于历史情景的 ＦＬＵＳ 模型邻域权重设置”产生的数据结果［２５］，该结果已在 ２０１９ 年

于《生态学报》公开发表。
对于 ２０３０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情景的模拟是基于未来土地利用变化情景模拟模型（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ＬＵＳ）产生的，该模型可以很好的用于自然、社会、经济等多种驱动力作用下的土地利用变化

情景模拟［２６］。 在该数据的模拟过程中选取了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 １２ 项自然、社会、经济驱动因子，结合马尔

可夫链（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模拟的 ２０３０ 年各用地类型像元总量、邻域权重参数、成本矩阵及限制发展区等相关参

数和数据完成对 ２０３０ 年土地利用情景的模拟。 精度检验显示该结果在 １％随机采样时，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８５，
总体精度 ０．９０。 １０％随机采样时，Ｋａｐｐａ 系数 ０．８４，总体精度 ０．８９；在均匀采样条件下（２０００ 个采样点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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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ｐｐａ 系数 ０．８０，总体精度 ０．８３，Ｋａｐｐａ 检验结果符合精度要求［２５］。
按照研究开展的数据需求，本研究以区域高程数据为基础，经由 ＡｒｃＭａｐ 数据处理平台水文分析工具提

取研究区河网，并生成相应的流域、次流域矢量文件。 降水数据通过对过去 ３０ 年（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年）每年的月

平均降水量进行累加后取年度平均值。 采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气温数据计算多年平均温度及平均温差。 最后统

一所有空间数据像元大小为 １００ ｍ。 经上述的初步处理使原始数据符合本研究开展的需求。
为增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水源涵养影响程度的显示度，凸显影响的差异性，本研究用到的土地利用数

据在国家最新发布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ＧＢ ／ Ｔ ２１０１０—２０１７）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整合和重分类，具体对

应关系如表 １ 所示。 同时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除近陆地区域的沿海滩涂外，本研究暂不考虑海洋用地类型。

表 １　 土地利用类型重分类对照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序号
Ｒａｎｋ

模拟用分类
Ａｎａｌｏｇ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对应土地类型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对应分类等级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

１ 农田 耕地 一级类

林地 园地 一级类

２ 林地 一级类

３ 草地 草地 一级类

４ 水域及滩涂 河流水面 二级类

湖泊水面 二级类

水库水面 二级类

沿海滩涂 二级类

坑塘水面 二级类

内陆滩涂 二级类

沼泽地 二级类

沟渠 二级类

５ 建设用地 商服用地 一级类

住宅用地 一级类

工矿仓储用地 一级类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一级类

特殊用地 一级类

交通运输用地 一级类

６ 其他土地 其他土地 一级类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框架

本研究旨在探究 ２０３０ 年土地利用变化对闽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的影响。 生态系统水源涵

养服务作为基于区域太阳辐射、温度、降水、土壤类型、结构质地、气候条件、土地利用方式及结构等因素的综

合生态过程，是一个复合的复杂过程。 为突出土地利用变化对水源涵养的作用，本研究在模拟过程中除土地

利用数据外，其他数据均采用相同的、具有较高代表性和概括性的多年平均数据予以代替来模拟对应年份的

水源涵养情景。 具体逻辑框架及流程如图 ２。
２．２　 评价方法选取

目前对于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评价的方法主要有：土壤蓄水能力法、综合蓄水能力法、水量平衡法、降
雨量存储法、年径流量法、林冠截流剩余法、地下径流增长法、多因子回归法［１０， ２７⁃２８］，其中水量平衡法作为最

为常用的评价方法［２９⁃３０］，将水、土壤、地上覆被视作一个综合体，以水的输入和输出为基本原理，二者的平衡

即降水量与蒸散发量之间的差即为该区域的水源涵养量［２８，３１］，包括地表产流、土壤含水量、枯落物持水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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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土地利用变化对水源涵养的影响评价框架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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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层截留量［３２］。 基于水量平衡法的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水源涵养模块作为最常用的方法之一［２９，３３］，受到学界广泛

的认可和使用，已成为生态系统水源涵养评价的主流方法［３４］。 所以本研究以水量平衡为原理基础，以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法开展土地利用变化对水源涵养的影响评价。
２．３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简介及模拟算法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世界自然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联合开发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价工

具［３］。 它以降水量与蒸发量的平衡为基础，综合考虑土壤质地、土壤结构、降水、太阳辐射蒸发、地表覆被蒸

腾作用、土地利用方式、地形地貌、水资源汇流等作用进行模拟［２７，３５⁃３６］，具体评价方法见式（１）：

Ｒ ＝ ｍｉｎ １，２４９
Ｖ

æ

è
ç

ö

ø
÷ × ｍｉｎ １，０．９

× ＴＩ
３

æ

è
ç

ö

ø
÷ × ｍｉｎ １，

Ｋｓａｔ

３００
æ

è
ç

ö

ø
÷ × Ｙｘｊ （１）

式中，Ｒ 为涵养水量（ｍｍ）；Ｖ 为流速系数，是水流垂线平均流速与垂线水面点流速的比值［３７］，是对水流的水

平速度与垂直速度之间关系的表达，通常为常数；ＴＩ 为地形指数，是地形特征参数化的重要指标［３８］，同高程、
坡度、土壤厚度等因子相关［３９］。 根据公式（２）计算； Ｋｓａｔ 为土壤饱和导水率（ｃｍ ／ ｄ），指土壤被水饱和时单位

水势梯度下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的水量，它主要受土壤结构、有机质含量、容重、孔隙度等因子的影

响［４０⁃４１］；Ｙｘｊ为第 ｊ 类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类型上第 ｘ 个栅格单元的年均产水量，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产水量 Ｙｘｊ 计算基

于 Ｂｕｄｙｋｏ 水热耦合平衡假说（１９７４）和年平均降水量数据，不区分地表水、地下水以及基流，认为每个栅格的

产水量为降水量和实际蒸散发水量的差值［３］，根据公式（３）计算。

ＴＩ ＝ ｌｇ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Ａｒｅａ
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Ｓｌｏｐ

æ

è
ç

ö

ø
÷

（２）

式中，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Ａｒｅａ 为集水区栅格数量，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 为土壤深度（ｍｍ），Ｐｅｒｃｅｎｔ＿Ｓｌｏｐ 为百分比坡度。

Ｙｘｊ ＝ １ －
ＡＥＴｘｊ

Ｐｘｊ

æ

è
ç

ö

ø
÷ × Ｐｘｊ （３）

ＡＥＴｘｊ

Ｐｘｊ

＝
１ ＋ ωｘｊ Ｒｘｊ

１ ＋ ωｘｊ Ｒｘｊ ＋
１
Ｒｘｊ

ωｘｊ ＝ Ｚ ×
ＡＷＣｘｊ

Ｐｘｊ

Ｒｘｊ ＝
Ｋｃｘｊ × ＥＴ０

Ｐｘｊ

式中，ｘ ｊ 表示第 ｊ 类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类型上的第 ｘ 个栅格单元；Ｙ 表示年均产水量；ＡＥＴ 表示平均蒸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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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Ｐ 表示年均降雨量；ω 表示自然气候—土壤性质的非物理参数，是一个经验参数；Ｒ 指 Ｂｙｄｙｋｏ 干燥指数；
Ｚ 表示 Ｚｈａｎｇ 系数；ＡＷＣ 表示土壤有效含水量，该值由土壤深度和理化性质决定；Ｋｃ 表示植被蒸散系数；ＥＴ０

表示参考植被蒸散量。
２．４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水源涵养模拟数据选取及解释

本研究中流速系数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推荐参数［３］，土壤饱和导水率由 ２００ ｃｍ 深度植物枯萎点的有效土壤

含水量数据表征，蒸散发数据以 ２０１５ 年实际蒸散发量为基础，且假定研究区 ２０３０ 年蒸散发量同 ２０１５ 年保持

一致。 鉴于降水量的年际差异，本研究采用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年平均降水量数据替代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３０ 年的降水量

数据。 植物根限深度是指植物根系可到达的最大理论深度，本研究采用土壤绝对深度（即地表到岩层的深

度）数据。 植物可利用水含量是指植物根系可从土壤中获得的水资源量，依据植物根系深度相关研究数据并

结合区域内主要分布植被类型文献调研发现，乔木植物根系广泛分布在地下 ２００ ｃｍ 以内，譬如一些常见种如

冷杉属树种或赤松的根系分布深度可达 １００ ｃｍ 以下，但主要分布在 ０—６０ ｃｍ 的表土中［４２］、马尾松根系比杉

木发达，主根深度可达 １５０ ｃｍ［４３⁃４４］，为能够尽可能全面的覆盖到区域内的植被根系深度，本研究采用 ２００ ｃｍ
深度植物枯萎点的有效土壤含水量作为植物可利用水含量数据。
２．５　 模型参数设定

２．５．１　 潜在蒸散发量计算

潜在蒸散发是指太阳辐射向水分蒸发提供的能量，用水深表示。 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中采用改进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公式（４）计算潜在蒸散发量，在不确定因素较多时，该公式相比而言有更好的可靠性和适用性：
ＥＴＯ ＝ ０．００１３ × ０．４０８ × ＲＡ × Ｔａｖ ＋ １７( ) × ＴＤ － ０．０１２３Ｐ( ) ０．７６ （４）

式中， ＥＴＯ 表示研究区潜在蒸散发量（单位：ｍｍ），ＲＡ 表示天文辐射量（单位：ＭＪｍ－２ｄ－１）， Ｔａｖ 表示平均日最高

气温和最低气温的平均数（单位：℃），ＴＤ 表示平均日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的差值（单位：℃），Ｐｎ 表示降水量

（单位：ｍｍ）。
本研究假定 ２０３０ 年研究区蒸散发量同 ２０１５ 年保持一致，为增强对 ２０３０ 年蒸散发量的表征性且保障

２０１５ 年结果的相对准确性，本研究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多年气温数据替代模拟年份（２０１５ 年、２０３０ 年）的气温

数据，来计算 Ｔａｖ 和 ＴＤ，天文辐射量采用 ２０１５ 年实际辐射量数据，且假定 ２０３０ 年天文辐射与 ２０１５ 年保持一

致，降水采用研究区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年多年降水平均值代替，来完成对研究区蒸散发量的计算。
２．５．２　 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植被根系深度

植被根系深度是指在不同用地类型中各类植物根系可到达的实际深度，可达深度的差异直接影响着植物

对水资源的利用方式及强度，同时也影响着植物的蒸腾作用。 本研究结合文献和数据调研采用下列方法分别

设定各用地类型的植被根系深度参数。
（１）农田用地类型根系深度参数：整理、统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厦门市统计年鉴》、《泉州市统计年鉴》数据

发现，近 ８ 年以来该区域年均种植面积最大的植被分别为水稻（１０５１７．８０ ｈｍ２ ／ ａ）、甘薯（４８４７．２７ ｈｍ２ ／ ａ）、玉米

（４５９２．６０ ｈｍ２ ／ ａ）以及花生（３０５９．４７ ｈｍ２ ／ ａ），水稻仍占主导，故在该用地类型中以水稻根系深度表征该区域

农田土地类型植被根系深度。 文献显示，水稻根系大部分集中分布在 ２００ ｍｍ 以内的表层土壤中［４５⁃４６］，部分

高产水稻其根系深度可达 ２４０ ｍｍ 以上［４７⁃４８］。
（２）林地用地类型根系深度参数：依据中国林业数据及《福建省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及森林资源状

况调查报告》资料显示，福建省区域内森林分布主要以乔木为主，主要有杉木、马尾松、竹类［４９］。 不同家系杉

木的平均根长在 １１１７ ｍｍ［５０］，根系生物量的近 ８０％集中在地下 ６００ ｍｍ 以内的土层中［５１］；马尾松根系大部分

分布在 ２００—８００ ｍｍ 深的土层中［５２⁃５３］，优势种群垂直根系深度可达 １３００ ｍｍ［５４］；对竹子的相关研究显示，不
同竹类其根系大多集中在 ５００ ｍｍ 深的土层中，其中毛竹根系分布较深，可达 ７００—１０００ｍｍ［５５］。

（３）草地用地类型根系深度参数：草地由于其特殊性，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很难确定，本文参考相关

草地植物根系研究发现，草地植物大部分根系集中在 ３００—５００ ｍｍ 以内的土层中［５６⁃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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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水域及滩涂用地类型根系深度参数：芦苇和美人蕉作为水域及滩涂最常见的植被类型［６０⁃６１］，本研究

则以二者根系深度的平均值表征该用地类型的植被根系深度。 相关研究表明，水生草本植物根系有其自身特

点，其总根数的 ９０％分布于 ０—３００ ｍｍ 的土层内［６２］，水域及滩涂用地类型中的优势种芦苇、美人蕉的根系深

度经测量分别可达 ３２５ ｍｍ 和 ４３７ ｍｍ［６０］。
２．５．３　 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植被蒸散系数

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植被蒸散系数 Ｋｃ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利用 ／覆被的植被性质［６３⁃６４］，计算方法见公

式（５）：

Ｋｃ ＝
∑
１２

ｍ ＝ １
Ｋｃｍ × ＥＴ０ｍ

∑
１２

ｍ ＝ １
ＥＴ０ｍ

（５）

式中， ＫＣ 表示年平均植被蒸散发系数， Ｋｃｍ 表示 ｍ 月（１—１２ 月）平均植被蒸散发系数， ＥＴ０ｍ 表示对应 ｍ 月的

潜在蒸散发量。
本研究基于该方法在 ＦＡＯ ５６ 发布的不同生长阶段植被蒸散系数的基础上通过文献调研及年鉴数据整

理，统计出研究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间各用地类型中分布最为广泛的 ４ 类植被，分别计算了各用地类型中不同植

被在全生命周期的平均蒸散系数，进而用该 ４ 类植被的平均蒸散系数的平均值表征该用地类型的蒸散系数

（表 ２）。

表 ２　 闽三角城市群各用地类型蒸散发系数（Ｋｃ）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Ｋｃ） ｏｆ 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ｌｄｅｎ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ｕｊｉａｎ

土地类型
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主要植被类型
Ｍａ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初期 Ｋｃ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Ｋｃ

中期 Ｋｃ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ｅａｓｏｎ Ｋｃ

末期 Ｋｃ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ｓｅａｓｏｎ Ｋｃ

植被平均 Ｋｃ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Ｋｃ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农田 水稻 １．０５ １．２０ ０．８０ １．０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甘薯 １．１５ ０．６５ ０．９０

玉米 １．２０ ０．６０ ０．９０

花生 １．１５ ０．６０ ０．８８

林地 针叶树木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柑橘类 ０．７５ ０．７０ ０．７５ ０．７３

茶树 ０．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８

香蕉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１０ １．１０

草地 紫花苜蓿 ０．４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４７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黑麦草 ０．９５ １．０５ １．００ １．００

三叶草 ０．４０ １．１５ １．１０ ０．８８

牧草 ０．３０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６０

水域及滩涂 芦苇（潮湿土壤） ０．９０ １．２０ ０．７０ ０．９３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ｉｄａｌ ｆｌａｔ 芦苇（静止水面）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７

建设用地 Ｋｃ 参数的设定依照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用户手册推荐的计算方法设定，具体见公式（６）：
Ｋｃ ＝ ０．１ｆ ＋ ０．６ １ － ｆ( ) （６）

式中， ｆ 表示不透水面占区域比例，城市建成区环境中的透水地面蒸散量近似假定为潜在蒸散发的 ６０％，不透

水面的蒸发量假定为潜在蒸散发的 １０％［３］，基于以上假设并结合研究区主要城市厦门、泉州、漳州均为国家

园林城市的实际，根据《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６５］、《福建省城市绿地建设导则（试行）》、《厦门市园林绿化条

例》、《泉州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的规定》要求国家园林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得低于 ３５％，则研究区不透

水面面积占建成区总面积的 ６５％，基于此便可计算出建设用地类型的植被蒸散系数 Ｋｃ。
其他土地用地类型的 Ｋｃ 参数在本研究中参照 ＦＡＯ ５６ 中的裸地值，设定为 ０．３０。 同时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用户

０９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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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注明当某用地类型占比重较小时，该用地类型的 Ｋｃ 值对模型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以研究区 ２０１５ 年土地

利用数据为基准，其他土地用地类型仅占区域总面积的 ０．０９％，故以裸地 Ｋｃ 系数赋值其他土地类型 Ｋｃ 系数

对模型的影响相对较小，可忽略不计。
２．５．４　 季节参数的设定

季节参数 Ｚ 是经验常数，代表区域降水分布及其他水文地质特征，为 １ 到 ３０ 排序的标准值［３］，Ｂｕｄｙｋｏ 干

燥度指数理论证明，Ｚ 值越高，或干旱指数较大或较小的地区，模型结果受季节参数 Ｚ 影响越小［６６］。 Ｄｏｎｏｈｕｅ
等人通过对澳大利亚气候条件的研究［６７］表明，季节参数 Ｚ 可表达为公式（７）：

Ｚ ＝ ０．２ × Ｎ （７）
式中，Ｎ 表示每年降雨事件数。 基于 Ｄｏｎｏｈｕｅ 等人的研究，在国家气象局厦门站、崇武站（泉州）、漳州站、东山

站（漳州）１９５４—２００８ 年日降水数据的基础上，统计了研究区 ５５ 年来的降水次数（表 ３），然后采用 ５５ 年均降

水次数赋值 Ｎ，并以此计算得研究区季节参数。

表 ３　 闽三角城市群 １９５４—２００８ 年降水次数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４ ｔｏ ２００８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ｌｄｅｎ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ｕｊｉａｎ

气象站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总降雨次数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年均降水次数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气象站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总降雨次数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年均降水次数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厦门　 　 １８５６ ３３．７５ 漳州东山 １６６６ ３０．２９

泉州崇武 １５７４ ２８．６２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７５２４ ３４．２０

漳州　 　 ２４２８ ４４．１５

３　 结果与分析

图 ３　 闽三角城市群年度潜在蒸散发量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ｌｄｅｎ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ｕｊｉａｎ

３．１　 研究区潜在蒸散发量

本研究基于气温、降水的多年数据平均值及 ２０１５
年天文辐射量，通过公式（４）计算得到研究区年度潜在

蒸散发量（图 ３）。 从空间分布来看，闽三角城市群的潜

在蒸散发量总体呈现东南部沿海一侧相对较高，区域西

北部及西南部，远离海岸线的一侧相对较低，明显呈现

自海岸带向内陆区域逐步递减的变化趋势；结合该区域

地形地貌来看，蒸散发量同海拔呈明显负相关关系，即
海拔较低的区域，蒸散发量相对较高，随着海拔的逐步

升高，蒸散发量相应降低；结合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方式

发现，农田、建设用地、水域及滩涂用地类型广泛分布的

区域蒸散发量相对较高，而林地和草地的分布区其蒸散

发量相对较低。
３．２　 各用地类型植被根系深度、蒸散系数及季节参数

经数据及文献调研，并参考 ＦＡＯ５６ 数据，本研究选

取在农田用地类型中种植面积最广的水稻的最大根系

深度将农田用地类型根系深度参数为 ２４０ ｍｍ；林地选

取该用地类型中的优势种的最大根系深度 １３００ ｍｍ 设

定林地用地类型的根系深度；草地由于其种类的多样性

及分布的随机性，本研究选取大部分草地植物最大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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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５００ ｍｍ 设定草地用地类型的根系深度参数；水域及滩涂用地类型同样选取该用地类型中优势种芦苇及

美人蕉根系深度最大值 ４３７ ｍｍ 设定水域及滩涂用地类型的植被根系深度；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用地类型由

于其中植物分布较少，且较难统计其中的优势种，参考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用户手册设置该用地类型植被根系深度

参数为 １ ｍｍ［３］。
各用地类型的植被蒸散系数是在数据调研各用地类型主要植被类型的基础上，结合不同植被各生长阶段

的蒸散系数（表 ２），以选取的各用地类型的 ４ 类主导植被的平均蒸散系数的平均值表征该用地类型的蒸散系

数，其分别为：农田用地类型 ０．９３、林地用地类型 ０．９５、草地用地类型 ０．７４、水域及滩涂用地类型 １．００。 建设用

地由于其植被类型的特殊性及不确定性，本研究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用户手册推荐的计算公式（６）并结合相关

规定最终设定建设用地类型植被蒸散系数 ０．２８；其他土地用地类型的植被根系深度参照 ＦＡＯ ５６ 的推荐设置

为 ０．３０。
本研究采用 Ｄｏｎｏｈｕｅ 等人对季节参数的确认方法，结合研究区 １９５４—２００８ 年平均降水次数数据计算得

闽三角城市群季节参数 Ｚ 为 ６．８。 文献显示，热带流域的季节参数 Ｚ 为 ４，温带流域季节参数 Ｚ 为 ９，本研究

研究区的气候类型位于二者之间，与闽三角城市群地处相同气候区的太湖西苕溪流域，其季节参数 Ｚ 经李文

华研究团队测算结果为 ６．５［６８］，综合考虑上述各项因素，本研究认为将闽三角城市群区域的季节参数设置为

６．８ 合理可行。
３．３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３０ 年闽三角城市群产水量情景

就 ＩｎＶＥＳＴ 产水量模型模拟的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３０ 年闽三角城市群产水量空间分布（图 ４）来看，闽三角城市

群区域产水量全域尺度呈现西多东少的基本分布格局，东部沿海岸线一侧产水量相对较少，远离海岸线的西

部一侧产水量相对较为丰富，总体呈现由东部沿海向西部递减的分布规律；结合区域地形地貌特征来看，高产

水量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拔相对较高的区域，而地势较为平缓的区域产水量也相对较低；结合研究区各用地类

型空间分布（图 １）来看，林地、草地用地类型具有相对较高的产水量，而农田、水域及滩涂、建设用地分布区域

产水量总体较少；从数量变化的角度来看，闽三角城市群区域产水量最大值 １５４３ ｍｍ，最小值 １２９ ｍｍ，２０１５ 年

产水总量 １９４．１１×１０８ ｍ３，２０３０ 年产水总量 １９１．０８×１０８ｍ３，相比总体下降 ３．０３×１０８ ｍ３（表 ４）；产水量空间分布

图（图 ４）在分位数分类原则下，图 ４ 中每个分类均有相同的像元数量，从图例来看闽三角城市群大部分区域

产水量在 ６７２—１００５ ｍｍ 之间，区域内产水量总体呈现明显的正态分布特征。 从各用地类型的产水量及其变

化（表 ４）来讲，林地拥有最大的总产水量，各用地类型中农田和建设用地类型产水量变化最为明显，其中农田

类型产水量下降 ３．８７×１０８ ｍ３，建设用地类型产水量增加 ４．１８×１０８ ｍ３。
表 ４　 闽三角城市群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３０ 年产水量及其变化状况 ／ ｍ３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３０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ｌｄｅｎ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ｕｊｉａｎ

用地类型
Ｔｙｐｅ

２０１５ 年产水量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０ 年产水量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产水量变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 ｋｍ２

农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４４．９２×１０８ ４１．０５×１０８ －３．８７×１０８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９２．６７×１０８ ８９．９８×１０８ －２．６９×１０８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３６．１７×１０８ ３５．４６×１０８ －０．７２×１０８

水域及滩涂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ｉｄａｌ ｆｌａｔ ０．８７×１０８ ０．０７×１０８ ３．６９×１０４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１９．３２×１０８ ２３．５０×１０８ ４．１８×１０８

其他土地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 ０．２１８５×１０８ ０．２１６８×１０８ －０．００１７×１０８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９４．１１×１０８ １９１．０８×１０８ －３．０３×１０８

３．４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３０ 年闽三角城市群水源涵养情景

闽三角城市群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３０ 年的水源涵养（图 ５）同产水量（图 ４）在分布格局和空间变化规律方面基

本一致，总体呈现西多东少，由东向西逐步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图 ５ 在分位数分类原则下每个分类有相同的

像元数，基于此分析其空间分布来看，闽三角城市群区域水源涵养大部分在 ３４４ ｍｍ 以下，占到全域的 ５ ／ ６；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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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３０ 年闽三角城市群产水量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３０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ｌｄｅｎ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ｕｊｉａｎ

三角城市群水源涵养最大值 １４１９．６３ ｍｍ，主要出现在林地用地类型区域，最小值 ６．７４ ｍｍ，主要对应建设用

地、农田等用地类型区域；总量变化方面（表 ５），２０１５ 年产水源涵养量 １０．５２×１０８ ｍ３，２０３０ 年水源涵养量

１０．２８×１０８ ｍ３，相比总体下降 ０．２４×１０８ ｍ３。

表 ５　 闽三角城市群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３０ 年土地利用及水源涵养量变化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３０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ｌｄｅｎ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ｕｊｉａｎ

用地类型
Ｔｙｐｅ

２０１５ 年面积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１５ ／ ｋｍ２

２０３０ 年面积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３０ ／ ｋｍ２

面积变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ｅａ

２０１５ 年水
源涵养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０１５ ／ ｍ３

２０３０ 年水
源涵养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０３０ ／ ｍ３

水源涵
养变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单位面积水
源涵养变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ｐｅｒ ／ ｋｍ２

农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５６０４．２１ ４９２２．１７ －６８２．０４ １．２８×１０８ １．０３×１０８ －０．２５×１０８ －３６５００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１２５１７．８８ １２１８０．０２ －３３７．８６ ７．５９×１０８ ７．３６×１０８ －０．２３×１０８ －６６２４１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３９５４．６７ ３８３５．２５ －１１９．４２ １．４０×１０８ １．３５×１０８ －５．０８×１０６ －４２５３４

水域及滩涂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ｉｄａｌ ｆｌａｔ ７５８．４８ ９５７．９４ １９９．４６ １．２９×１０６ １．３４×１０６ ５５８３０ ２８０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２５０８．８３ ３４４８．９８ ９４０．１５ ０．２２×１０８ ０．５０×１０８ ０．２８×１０８ ２９８９２

其他土地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 ２２．３７ ２２．０８ －０．２９ ７．４９×１０５ ７．３４×１０５ －１４１１０ －４８６５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５３６６．４４ ２５３６６．４４ ０．００ １０．５２×１０８ １０．２８×１０８ ０．２４×１０８

３９４　 ２ 期 　 　 　 王保盛　 等：２０３０ 年闽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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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３０ 年闽三角城市群水源涵养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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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闽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对水源涵养量的影响

从闽三角城市群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３０ 年土地利用与水源涵养量的变化状况（表 ５）来看，水源涵养量同各用地

类型的面积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从用地类型的角度讲，到 ２０３０ 年闽三角城市群农田、林地、草地及其他土

地用地类型面积下降［２５］，水源涵养量也相应减少，建设用地、水域及滩涂类型面积增加［２５］，水源涵养量对应

增加，其中面积下降幅度最大的农田用地类型水源涵养量下降 ０．２５×１０８ ｍ３，面积增加幅度最大的建设用地类

型水源涵养量对应增加 ０．２８×１０８ ｍ３（表 ５）。 单从水源涵养量的增减幅度来讲，由建设用地、水域及滩涂用地

面积增加而产生的水源涵养量增加并不能补偿由农田、林地、草地及其他土地面积减少造成的水源涵养量损

失，由此导致了研究区 ２０３０ 年水源涵养量总体下降 ０．２４×１０８ ｍ３。 从单位面积变化对水源涵养影响的绝对量

来看，其强度依次为林地、草地、其他土地、农田、建设用地和水域及滩涂，具体来讲，对水源涵养影响强度最大

的林地用地类型面积减少 １ ｋｍ２，水源涵养量损失 ６．６２×１０４ ｍ３，对水源涵养影响强度最小的水域及滩涂用地

类型面积增加 １ ｋｍ２，水源涵养量相应只增加 ２８０ ｍ３。 对比各用地类型面积增减幅度及水源涵养量变化关系

发现，虽然面积同水源涵养量呈正相关关系，但面积增减仅意味着水源涵养量的增减，其增减幅度并不能表征

水源涵养量的增减幅度。
３．６　 模拟结果的置信度论证

为掌握模拟结果的可信度，确保结果的科学性及合理性，避免由于结果置信度较低造成的结论失真，本研

究结合福建省发布的水资源总量对模拟结果的置信度进行了讨论。 通常来讲水资源总量等于地表水资源量

与地下水资源量之和［６９⁃７０］，产水量基于水量平衡算法，是降水输入量同蒸散发等消耗量的差值，从总量守恒

的角度来讲，二者在本质上讲是采用不同方法对同一资源量的计算。 基于此本研究检索福建省水利厅发布的

《福建省水资源公报》 ［７１］显示，２０１５ 年闽三角城市群区域水资源总量为 ２２９．３３×１０８ｍ３，相比本研究模拟的闽

三角城市群 ２０１５ 年产水量 １９４．１１×１０８ｍ３，总体精度 ８４．６４％，从该精度来讲模拟结果相对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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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４．１　 水源涵养变化影响因子的多元复合性

　 　 水源涵养的影响因子中土地利用变化只是其中之一，它主要通过改变下垫面的类型和结构来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水源涵养过程［７２］，其作用方式首先表现为改变土壤质地、结构，通过对土壤孔隙度的作用来影响水源

涵养量［７３⁃７４］；其次表现为改变下垫面类型及特征进而影响水文过程［７５］，譬如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地表覆被变

化会使地表蒸散发量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从而影响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量；再次土地利用变化还通过影响

其他因子从而作用于生态系统水域涵养服务，譬如土地开发利用导致的生态系统退化［７６⁃７７］，就在间接地影响

着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 从土地利用变化对水源涵养的作用方式来看，是一个多途径复合的过程，而生态系

统水源涵养变化又是多因子复合作用的结果，所以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变化是一个复合的、由多因子耦合驱动

的生态过程［７８⁃７９］，是集合了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因子同作用的结果［８０］，因此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变化具有其

多元复合性，是包括土地利用变化在内的多种影响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４．２　 模型变量数据的选取及替代存在其局限性

本研究在模拟过程中为凸显土地利用变化对水源涵养的作用，在对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相关变量数据的选取及

处理中，将除土地利用变化外的其他变量因子均采用多年平均值数据予以替代的方法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

性。 对于替代的数据，譬如蒸散发量假定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３０ 年相对保持一致，这就使得两个模拟年份之间太阳

辐射量的差异被消除；降水采用多年平局值代替则消除了降水的年际差异；植物根限深度采用土壤绝对深度

（即地表到岩层的深度）在一定程度高估了植物根系可存在的最大深度；最后植物可利用水含量采用 ２００ｃｍ
深度植物枯萎点的有效土壤含水量相对也有所高估。 以上问题对模型模拟的准确性存在一定的影响，但考虑

到模拟结果相对更多的取决于模型蒸散发系数（Ｋｃ）和各用地类型植被根系深度参数的影响，一定程度修正

了上述高估问题带来的模拟误差，从而使得模拟结果仍处于相对可信的置信区间。 但就其普适性来讲，应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本研究之所以选用数据替代除了未来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外，更在于要突出土地利用变化的

作用，尽可能降低其他变量对模拟结果造成过多的差异化影响，所以如果并非在类似研究背景下该方法并不

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４．３　 影响响应关系的不可逆特征

土地利用变化和水源涵养影响响应关系的不可逆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本研究发现的农田、林地、草地及其他土地用地类型面积的减少会导致对用区域水源涵养量一定程

度的下降，建设用地和水域及滩涂面积的扩大会导致水源涵养量相应的增加，该结论基于每类用地类型内部

均质的假定，即假定所有用地类型内部无差别，仅是从各用地类型量变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并未考虑各用地类

型质的差别，但如需考虑各用地类型内部质的差异，则农田、林地、草地及其他土地用地类型面积的增加不一

定能够产生同面积下降等量的水源涵养量增加，同时建设用地、水域及滩涂用地类型面积下降不一定能够对

应的增加等量的水源涵养量，也就是说林地增加 １ ｋｍ２，不一定新增 ６．６２×１０４ ｍ３的水源涵养量。
第二，本研究发现水源涵养量同用地类型面积呈正相关关系，即用地类型面积增加则水源涵养相应增加，

但该影响相应关系并不具有可逆性，即水源涵养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某用地类型面积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

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质量提升所造成的。
４．４　 研究结论的地域局限性

由于气候、地形地貌、土壤类型及结构、地表覆被物、土地利用方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影响因子的时空

差异、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尺度差异［８１］、多尺度联动特征［８２⁃８３］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异质性［８４］等因素的差异，本研

究的结果及结论在其他区域或相同区域的不同时空尺度是否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准确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的论证。
４．５　 土地利用变化对水源涵养作用途径及方式的多样性

土地利用对水源涵养的影响除了表现在面积变化以及面积变化后的补偿作用、变化方向以及不同用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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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影响强度的差异等较为直接的方面外，还应包括很多较为间接的方面，譬如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社会、经济

变化引起的环境政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土地利用传统及文化对对生态系统的作用，土地利用变化作用

下的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的影响等。 总之土地利用变化对水源涵养的影响不仅仅表现为文中提到

的各方面，它对水源涵养乃至所有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呈现空间化的复杂网络化结构，且诸多的作用方式和

途径之间交互耦合，形成复合的作用系统。 所有本研究涉及到的作用方式只是土地利用对水源涵养乃至所有

生态系统服务最表面、最简单的途径及方式，就产生影响的整体途径和方式而言存在相对的局限性。

５　 结论

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发现闽三角城市群到 ２０３０ 年区域内水源涵养量总体会下降 ０．２４×１０８ｍ３；就土地利

用变化对水源涵养的影响来看主要表现为的几个方面：首先，面积变化对水源涵养量的影响方面，水源涵养量

同用地类型面积正相关，但二者的变化量并不正相关，即面积的增减能够体现水源涵养量的增减，但面积的增

减幅度并不能表征水源涵养量的增减幅度；其次，土地利用变化方向对水源涵养的影响方面，相比变化为城市

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而言，变化为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土地利用变化更有利于生态系统水源

涵养；再次，土地利用变化对水源涵养产生作用的强度由强及弱以此为林地、其他土地、草地、农田、建设用地、
水域及滩涂；最后，面积变化后的补偿作用方面，由于不同用地类型水源涵养能力和面积变化量的差异，由农

田、林地、草地及其他土地面积下降导致的水源涵养量损失并不能通过建设用地、水域及滩涂用地类型面积的

增加得以完全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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